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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探求* ①

夏玉丽

【提要】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叙事主义”成为一股颇具声势的学术研究思潮，取代“分析的历
史哲学”，占据了历史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叙事主义”的理论热潮逐渐消退，
现已不再是学界争相讨论的焦点问题，一批学者开始尝试探寻新的研究议题。乔尼 －马蒂·库卡宁
明确提出历史哲学应走出“叙事主义”的研究路径，迈向一个再度创新的阶段，即“后叙事主义”阶
段。“后叙事主义”的“后”，并不表示对“叙事主义”的全然摒弃，它对“叙事主义”的某些理念有所
继承，并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建立和阐发新的理论观点。
【关键词】 叙事主义 后叙事主义 历史书写 评判标准

一般来说，在 20 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哲学大体可归之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范畴，其探究对
象是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致力于探求其中的模式、规律和意义。20 世纪后，西方历史哲学的
发展路径逐渐从思辨的走向批判的、分析的，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历史进程本身，而是历史认识
的特性。“批判的历史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一流派热衷探究历史知识的性质问
题，其探讨着重在历史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出现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其主要工作是运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手段，对历史解释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等问题进行探

究。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向史学理论领域的渗透，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再度
发生转向，从此前的批判的、分析的时代步入到“后现代主义”亦或说“叙事主义”阶段。1973 年海
登·怀特的《元史学》①和 1983 年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叙事的逻辑》②的出版是“叙事主义历史
哲学”出现和兴起的标志，该流派将研究重点指向史家的历史叙事行为，着重分析历史文本与话语。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自出现以来，一度成为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问题。经过几十年的集中研究
和热烈争论，其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审视，似乎再难以取得突破性的理论进展。加之“叙
事主义”自身所存在的诸多理论缺陷，学者们开始试图走出这一研究路数，转而思索新的问题。从
21 世纪初开始，安克斯密特这一叙事主义的领军人物便不再将关注重点放在“叙事”“语言”等议题
上，而是精心构筑一套“历史经验”③理论，汉斯 －乌尔里希·贡布莱希特和埃尔克·鲁尼亚则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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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代中国与西方重大史学理论问题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 20JJD770001 ) 的
阶段性成果。
Hayden White，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Frank Ｒ.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3.
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理论的核心论著是其于 2005 年出版的《崇高的历史经验》(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一书。安氏在书中指出，很多历史现象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他将这类现象的特征概括为“崇高”———只
能身临其境的感受、体验。安氏这一“经验”理论是敌视和排斥语言的，强调“历史经验”具有未受语言污染的“直接性”“当下
性”和“本真性”。其理论旨趣是希望史家从“叙事主义”的沉重语言负担下解放出来，直接感受经验，并使历史书写诉诸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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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 presence) ①这一范畴。其理论诉求都是试图逃离“叙事主义”设下的“语言的牢笼”，去触碰
历史实在。不过，即便以“历史经验”“在场”为核心范畴的史学理论新思路，也还是在“叙事主义历
史哲学”的基本立场上发展出来的。② 其本质是在反省“叙事主义”的基础之上，尝试探寻新的研究
主题。随着学界对“叙事主义”反思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尝试开辟新领域的愿望也愈发强烈。更有学
者明确提出历史哲学研究应走出“叙事主义”路径，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即“后叙事主义”阶段。

2015 年，芬兰奥卢大学哲学系教授、历史哲学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乔尼 －马蒂·库卡宁出版
《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③一书，提出一套旨在超越“叙事主义”研究路数的全新理论，即“后叙事主义
史学哲学”。同年，他又与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佐尔坦·西蒙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组
织了题为“叙事主义之后”( After Narrativism) 的一组笔谈专栏，对“后叙事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讨
论。④ 本文以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一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之以他在“叙事主义之后”笔
谈中提出的相关见解，来探究其“后叙事主义”理论，希望借此追踪当前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领
域研究的最新动态。

一、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到“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

“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其前半部分“后叙事主义”，由其名便可推知它与“叙事主义”密切相
关，然而，对其后半部分“史学哲学”的理解，则要从“历史哲学”这一概念说起。“历史哲学”，作为一
个专业术语来讲，其含义相对复杂。首先，单就“历史”一词而言，它就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它指的是
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 另一方面，它指的是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和描写，即历史知识。据此，“历史哲
学”大体也可划分为两类，一种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考察，试图从历史事件背后寻找历史演进的模
式、规律及意义，其研究范畴属于历史的本体论层面; 另一种则是对历史知识问题的探究，其研究范
畴属于历史的认识论层面。威廉·沃尔什将这两种类型的历史哲学分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
“批判的历史哲学”，⑤阿瑟·丹托称之为“实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⑥ 沃尔什和丹托
的划分方式为学界普遍认可和采用。但近几年，艾维泽·塔克尔主张采用一种更为清晰和直观的称
呼方式，将两者分别称为“历史哲学”( philosophy of history ) 和“史学哲学”(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塔克尔认为，从“思辨的”和“分析的”这一哲学探究方式的角度来划分历史哲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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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这一概念与安氏的“历史经验”理论相似，其目的旨在摆脱“叙事主义”的文本主义局限，尝试与过去实在建立一种“本
真”的联系。相关论著主要包括: Hans-Ulrich Gumbrecht，Production of Presence: What Meaning Cannot Conve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Eelco Ｒunia: “Presence”，History and Theory，Vol. 55，No. 1，2006; Eelco Ｒunia: “Spots of Time”，History and Theory，
Vol. 45，No. 3，2006。
参见彭刚:《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由安克斯密特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历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Jouni-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Palgrave Macmillan，2015.
笔谈专栏共收录 6 篇文章，分别为: Jouni-Matti Kuukkanen ＆ Zoltán Boldizsár Simon，“Introduction: Assessing Narrativism”; Anton
Froeyman，“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How Narrativism and Experience Can Be Ｒeconciled by Dialogical Ethics”; Zoltán Boldizsár
Simon，“The Express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Martin Nosal，“The Gadamerian Approach to the Ｒelation Between Experience and
Language”; Eugen Zeleňák，“Two Versions of a Constructive View of History Work”; Jouni-Matti Kuukkanen，“Why We Need to Move
from Truth-Functionality to Performativity in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Vol. 54，No. 2，2015，pp. 153 － 243．
William H. Walsh，Philosophy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Harper，1960，pp. 9 － 28.
Arthur C. Danto，Narration and Knowledge: Including the Integral Text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pp. 1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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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做法不甚妥当，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历史探究所采用的哲学方法众多，不是诸如“思辨的”“分析
的”这类笼统的称谓所能简单概括的。塔克尔主张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划分历史哲学流派，他采
用“历史”( history) 与“史学”( historiography) 两个术语，对研究对象作出明确的概念区分，前者指代
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后者指代对这些事件的书写，据此，“历史哲学”与“史学哲学”也区分开来。①

提出“史学哲学”这一术语，用以区别于“历史哲学”，是塔克尔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库卡宁则
是首位践行这种划分方式的学者，他的《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明确采用“史学哲学”这一称谓，专门
探讨“史学哲学”层面的问题，即有关历史书写的哲学问题。库卡宁表示，历史哲学领域对其探究的
对象作出区分( “历史”与“史学”之分) 是十分必要的，而对其探究方式的区分( 诸如“思辨的”与“分
析的”之分) ，相较而言则显得没那么重要。因为，无论“历史”还是“史学”，“思辨的”和“分析的”哲
学探究方法皆可被采用。而且，“思辨的”与“分析的”二者之间的界定标准比较模糊，易受主观价值
的影响。② 此外，库卡宁认为就其本人所探讨的“叙事主义”“后叙事主义”的相关议题而言，就不适
合采用传统“思辨的”或“分析的”的划分方式，相较而言，“史学哲学”这一术语更为精准妥当，因为
这两种流派所探讨的正是历史书写的相关问题。③

对历史书写的语言风格和形式的关注，是“叙事主义”在文本认识与分析方面的主调。20 世纪
70 年代，海登·怀特出版《元史学》一书，开启了对史家历史叙事行为的研究。怀特主要从情节建
构、论证模式、修辞手法、意识形态等层面对 19 世纪若干历史学和历史哲学文本进行考察，指明了历
史文本的本质无非是一种“言辞结构”、一种“文学制品”。由此，怀特揭示出历史叙事话语的“诗性”
本质，史家在凭借史料书写历史时，会不可避免地采用与文学写作相通的手法，并将想象、创造等因
素融入其中。也就是说，史家讲述的故事，虽然有从史料中“发现”的成分，但也存在着史家“发明”
的成分，正是这些成分将史料编排为有机的整体。正如怀特所说:“叙事性描述并非仅仅包含事实陈
述［单称存在命题( singular existential proposition) ］和论证; 还包含着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元素，正是这
些元素将舍此便不过是一张事实清单的东西变成了故事。”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安克斯密特是历史叙事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他的著作《叙事的逻辑》试图
通过对叙事形式的探究来考察历史书写的本质。安克斯密特认为，过去是没有定型的混沌一片，正
是叙事才赋予其结构和意义。他将历史叙事的本质称为“叙事实体”，借以区别于历史实在。例如，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概念作为“叙事实体”，并不“指涉”过去的某个部分，因为过
去并不存在与这些概念相对应的实在，它们是史家为叙述历史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总括性概念”，⑤

这类概念可将分散的史料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在一个标签之下，从而使过去得到合理性说明，为人

所理解。同怀特一样，安克斯密特的“叙事实体”概念，也强调历史叙事的“诗性”特质。他说:“历史
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隐喻性的观点”，“就整体而论的历史叙事的( 隐喻性) 意义，要远远超出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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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ezer Tucker，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Blackwell，2009，pp. 1 － 7.
Jouni-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pp. 5 － 6.
Jouni-Matti Kuukkanen ＆ Zoltan B. Simon，“Introduction: Assessing Narrativism”，p. 154.
Hayden White，Figural Ｒ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 28. 转引自彭刚:《叙事主义史
学理论概说》，《历史研究》2013 年第 5 期。
安克斯密特的“叙事实体”概念来源于威廉·沃尔什的“总括性概念”。安克斯密特坦言其《叙事的逻辑》就是对于沃尔什“总括
性概念”的发挥。参见 Frank Ｒ.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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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陈述的( 字面) 意义”。① 也就是说，历史叙事作为史家的建构产物，并非是对过去的如实陈述，而
是提出某种关于过去的叙事性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过去的视角和方式。
按照怀特、安克斯密特等叙事主义者的观点，历史文本并非是对过去的如实陈述，而是史家建构

的一种叙事。史家在历史书写过程中，会对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和加工，相同的历史数据完全可以以
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它们可能会因史家的认知模式、价值判断、审美偏好、政治倾向等因素呈现出不
同的叙事。“叙事主义”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其揭示了史家的历史书写远比只是写下事实的陈述复杂
得多，它对“幼稚的”历史实在论或纯粹的经验主义的叙事提出了质疑，令史家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
的理解，进而对历史学的主观性问题具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但“叙事主义”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对历史与文学、真实与想象、事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重新

界定，动摇了历史学这门以求真为自身使命的学科的合法性根基。此外，“叙事主义”对历史文本之
“诗性”本质的强调，使其不再将真实性视作衡量历史书写的重要标准。在叙事主义者看来，有关事
实的陈述与过去实在具有指涉关系，我们的确可以通过考察它与指涉的对象是否相一致来判断其真

假; 但诸多事实的陈述组合而形成“故事”或“叙事实体”时，由于诗性因素的介入，后者就并非是对
过去的如实呈现，因此，我们无法将适用于单个陈述的真假的判断，简单地运用于叙事整体。根据这
种主张，衡量历史书写的标准不再是传统的“真理符合论”，这就使得历史学与认识论脱离联系，陷入
到“虚无主义”的境地当中。“叙事主义”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的立场，使其自出现之日起，便不断遭到
学界的广泛批判，同时也是引发库卡宁“后叙事主义”出现的关键因素。
库卡宁一方面承认“叙事主义”的贡献，将其主要成就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叙事主义不再将注

意力放在对过去的碎片化的陈述或文本的片段上，而是关注文本整体特征; 第二，叙事主义提出历史

文本是有关过去的一个综合性表述，并将这些综合性表述赋予多种名称，如“叙事”“叙事实体”“再
现”( representation) ②等; 第三，叙事主义指出文本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完整性、意义等特质，都是史家
的主观创造和假设。③ 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叙事主义已发展至顶峰，历史哲学应迈向一个广义上
的后叙事主义阶段，即一个再度创新的阶段。”④

二、“后叙事主义”视角下的历史书写

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希望跳出“叙事主义”的思维模式，探究有关历史书写的哲学问题。史
学家经常指责历史哲学家没有将他们的观点与实际的历史实践联系起来。在《后叙事主义史学哲
学》一书中，库卡宁则力求在哲学的思辨与经验的例证之间取得平衡，将哲学式的分析与具体的历史
著作实例相结合。他通过分析历史著作是如何被史家书写出来的，以探究和指明历史书写的实质。
该书被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会评选为 2016 年度史学哲学最佳著作。
《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共 11 章，前三章重点分析“叙事主义”的优点和不足，后面几章则是在
继承“叙事主义”某些观念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批判，建立并阐发其“后叙事主义”的理论观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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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Ｒ. 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Ｒise and Fall of Metapho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 40.
“representation”一词，有学者将其译为“表现”，本文皆统一译为“再现”。representation原本是一个美学概念，安克斯密特将该词
引入史学领域，构成“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历史再现) 理论。
Jouni-Matti Kuukkanen ＆ Zoltan B. Simon，“Introduction: Assessing Narrativism”，p. 155.
Jouni-Matti Kuukkanen ＆ Zoltan B. Simon，“Introduction: Assessing Narrativism”，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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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宁将“叙事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概括为建构主义、再现主义和整体主义三个方面。所谓“建构主
义”，是指历史书写并非如实直书，而是史家建构的一种叙事，从而将杂乱的历史数据整合成一个融
贯、可理解并富有意义的历史文本。所谓“再现主义”，是指历史文本并非是对过去“原本面目”的复
原，而是史家通过叙事的形式将过去再现给读者的一种产品。从这一角度理解，“再现主义”实际上
与“建构主义”的内涵相符，是对“建构主义”的补充，后者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如实直书”的立场
提出质疑，前者则以“再现”这一形式来与过去建立联系。所谓“整体主义”，是指叙事或再现作为各
项事实性陈述的集合体，具有某种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特质，而对历史著述也应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看

待和研究。①

库卡宁指出，他概括的“叙事主义”的三个特征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书写的实质。不过，他还是
充分肯定了“叙事主义”的“建构主义”观念，并称其是“叙事主义”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② 库卡宁
指出:“历史书写不可能只是众多单一的描述性事件的集合，没有任何历史著述只是随意罗列史实
的清单。”③他特别强调，史家面对杂乱的历史信息，必然会对其进行整理，将无组织的历史数据统合
在一个“总括性概念”④之下，从而使过去变得可理解，并赋予过去以意义。库卡宁以“解冻”( thaw)
概念为例加以阐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期间，发起“去斯大林化”运动，这一运
动使得苏联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有所放松，因而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为“解冻”期。“解冻”期囊括了诸
多史实，比如，废除出版业中的审查制度、释放古拉格劳教所的囚犯、实行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
改善与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建立与以前的敌对国家的文化联系等。“解冻”便是史家提炼、概
括史实之后建构而成的一个“总括性概念”，它将看似复杂多样的现象整合在一个标签之下，提供
一种理解过去的方式。⑤ 除此之外，“总括性概念”还是史学语言的趣味性和表现力的核心所在。
正如库卡宁所言:“如果史学将总括性的表述消除掉，将会变得贫乏、缺乏表现力。它将类似于按
时间顺序进行低级的观察性的陈述，这是不符合我们正确的历史写作观念的。”⑥在库卡宁看来，史
学充满了富有趣味性和感染力的“总括性概念”，它们对于历史书写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
的和有价值的。⑦

库卡宁虽然对“建构主义”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认为“叙事主义”的“再现主义”和“整体主义”
立场，有悖于历史书写的实际。就“再现主义”而言，库卡宁认为历史书写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再
现”，而是“非再现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文本与其说是对过去的一种叙事性的再现，倒不如说
是史家的一种理性的( rational) “论辩”，即史家运用理性的思维对过去提出论点( thesis) ，并对其进
行论证。对此，库卡宁说:“对于叙事主义者而言，史家是一位描述主义的说故事者。但在我看来，史
家是一个运用理性思维批判的说理者。”库卡宁之所以将史家的书写实践性质定义为理性的，是因为
在他看来，史家在历史书写时主要运用的是“说理”( reasoning) ，即推理、论证的能力。根据库卡宁所
引证的《美国传统英文词典》(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说理”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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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ni-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pp. 30 － 49.
Jouni-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pp. 60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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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ni-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p. 115.
Jouni-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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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运用理性( reason) 而形成结论、推论和判断。库卡宁认为这正是史家在历史书写时所做的事情:
他们运用理性的思维，针对过去提出论点，并为其论点提供论证的支持。① 在库卡宁看来，史家所提
出的论点类似于安克斯密特所言的“叙事实体”，是一个高度综合、抽象的表述。如上文提到的“解
冻”这一“总括性概念”便是史家经过理性思考，抽象、概括史实而提出的一个论点。论点提出之后，
史家还需通过证据加以合理的论证和辩护，以便令读者信服。而史家的“论辩”行为之所以又是批判
的，则在于史家旨在批判学界既有的观点，并说服读者接受其所提出的新观点。库卡宁将史家的这
种批判性的“论辩”行为视作对历史话语所进行的一种“介入”亦或说是“干预”，也就是说，史家的
“论辩”不仅仅是提出一种观点，而且还力求参与到当前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中，使其被读者接受。②

要言之，库卡宁的“非再现主义”将历史书写视作史家围绕其著作论题所进行的一种论证。
将历史书写视为史家的一种“论辩”实践，也意味着对“叙事主义”的“整体主义”的一种拒斥。

在库卡宁看来，“历史著述所包含的有关过去的综合性观点( comprehensive views) 并不是一个不可分
割的整体，可将其拆分为两部分: 一是观点的‘含义’部分，二是观点的‘证据’部分。”③前者可简单理
解为论点本身是什么，后者是史家为论点所提供的证据支持。库卡宁以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
形成》④为例指出，这本长达 958 页的著作的核心论点是: 英国工人阶级诞生于 1780 至 1832 年，它的
诞生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即英国工人阶级是由工人阶级自身创造形成的。库卡宁认为，汤普森这本
书的内容丰富且深奥，但正是这一核心论点为读者指明了该书的主旨和分析视角，这是书中其他任

何细节信息所无法做到的。书中的所有细节材料的作用是为核心论点提供证明和支持，它们并不能
定义论点的自身含义。⑤ 也就是说，历史著述中的细节信息，即库卡宁所言的证据成分，其存在的作
用和意义是令读者坚信作者的论点是可靠的、合理的，这些成分并不对论点的含义造成实质性的影
响，两者之间存在界限，并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基于以上考虑，库卡宁反对“叙事主义”的“整
体主义”立场，主张应将历史文本拆解为论点和对论点的证明两部分。
通过对历史著述文本结构的分析，库卡宁得出结论: 历史书写的主要成分并非是叙事性的“再

现”，而是非叙事的“论辩”。这种“论辩”的结构与历史“再现”不同，它并不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
而是由可分割的陈述，即论点和对论点的证明两部分组成。论点的提出，需要史家运用理性的思维
来组织和概括史料，进而形成综合性的观点; 对论点的论证，亦需要史家的理性思考，使其观点具有

说服力。至于论证的形式和方法，则包含多种，库卡宁这里提到: 从前提进行推理，对事态进行( 叙事
性的) 描述、举例、数据统计等。⑥ 可见，在库卡宁看来，历史书写并没有完全排除叙事的成分，叙事
性的描述成分依然存在，只不过它附属于“论辩”，是一种论证的形式和方法。
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将历史书写的性质定义为是史家运用理性的思维，针对过去提出论点，

并对其论点进行论证的工作。虽然库卡宁对“叙事主义”的“建构主义”观念有所继承，将史家的论
点视作其建构而来的综合性表述，但他特别强调这一建构行为的理性特质，并坚信史学观点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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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ni-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pp. 76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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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历史证据作为支撑的。可见，库卡宁的“建构主义”是受理性思维主导和史料约束的“建构”，体
现了历史研究和书写是主观与客观的交融，这与“叙事主义”的立场显然是不同的。

三、历史书写的三重评判标准

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与“叙事主义”的主要区别还体现在，它试图纠正“叙事主义”在认识论
上对历史书写的疏忽对待，为历史书写设立一套严格的评判标准。库卡宁一方面肯定叙事主义者对
传统“真理符合论”的质疑。在他看来，史家提出的论点亦或说是“总括性概念”，是一种高度概括和
抽象性的表述，是史家运用理性思维建构的产物。因此，这类“总括性概念”与过去实在不存在某种
一一对应的关系，当然也不存在某一客观实在可以证明某一“总括性概念”是真或假。① 另一方面，
他认为“叙事主义”缺乏合理的替代性方案，无法评判不同历史叙事、论点或“总括性概念”的优劣。
正如他所言:“叙事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它不能为这种高级的( 总括性的) 历史知识提供认识论上的
或具有认知意义的评估框架。”②这很容易让史学滑向“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泥潭。③ 因此，库卡宁
主张制定一种既非“真理符合论”但又具有认知意义的评判理论，来为历史书写提供一种评判标
准。④ 这正是其“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所致力于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其对“叙事主义”的超越
所在。
既然库卡宁将历史书写视为一种理性的“论辩”实践，那么，他评判历史著述优劣的标准，则自然

在于其是否有理性的保证。对此，库卡宁提出历史书写的三重评判标准，分别为认识的( epistemic) 、
修辞的( rhetorical) 和话语的( discursive) 三个维度。⑤

“认识的”维度，主要是指史家如何认识过去，如何选择、概括史料形成论点。这一维度强调的是
论点与历史证据及过去实在之间的关联。用库卡宁的话说便是: “认识的维度是关于历史表现与过
去及证据之间相一致的关系。”⑥这一维度共包含五个方面，分别为例证性( exemplification) 、一致性
( coherence) 、全面性( comprehensiveness) 、广泛性( scope) 和原创性( originality) 。1. 所谓“例证性”，
是指对史家所提出的“总括性概念”的评估，应考虑历史证据是如何例证“总括性概念”的。譬如，使
用“解冻”这一概念的史家自然就需要运用体现“解冻”意味的历史数据，如上文提到的废除出版业
中的审查制度、释放古拉格劳教所的囚犯等。2. 所谓“一致性”，指史家应尽可能创建出融贯的“总
括性概念”。也就是说，史家对“总括性概念”所包含的史料必须有所选择，使其形成最大程度的连
贯和一致。这就需要避免使用与“总括性概念”的含义相矛盾的史料，各项史料之间应存在内在的联
系，共同构成一个统一性的整体。3.“全面性”，即“总括性概念”所适用的史料数量应尽可能做到最
大化。例如，若史家建议将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称为“冷冻”( Big Chill) 期，而且也能够提供一些支撑
性的史料，但与使用“解冻”相比，他所面对的则是大量与“冷冻”这一概念相矛盾的史料，那么，将
“冷冻”作为描述该时期的“总括性概念”便是不恰当的。4.“广泛性”，是指“总括性概念”应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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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揽最大范围的历史现象。一种对历史现象有较大适用范围的“总括性概念”比适用范围相对有限
的更为可取。例如，“启蒙运动”这一概念就可适用于广泛的历史现象，使得众多历史事件和对象被
统合成一个融贯的整体。这一标准与上述几个标准的区别在于，它所论及的是本体论层面的历史现
象而非史料，强调的是历史书写与过去实在之间的联系。5.“原创性”，是指史家应尽可能提出新颖、
具有创新性的“总括性概念”。① 库卡宁指出:“任何旨在说明类似于某人拥有某物、某人出生于某年
的琐碎事件的史书，都不太会令读者兴奋，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太让人感兴趣。尽管这类史著可能是
比较可靠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但它们同时也是琐碎且无趣的。”②库卡宁认为这样的历史书写便是缺
乏创新性的表现。
“认识的”维度可能看起来十分繁琐，但其核心思想并不复杂。简单说，如果史家在对过去的某
些事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使用某一“总括性概念”，例如“冷战”，我们则应考虑是否存在大量具有
“冷战”意味的历史数据同这一概念相契合，该概念是否能够涵盖较大范围的历史现象，以及概念本
身是否新颖有趣。
“修辞的”维度，主要指史家运用有力的言辞表达或有效的论辩手法，说服读者接受其著作中的核
心观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服”并不是凭借情感、诉诸恐惧或偏见等方式，而是依靠论辩、说理等
手段。因此，第二个评判维度也可称作“论辩的”。③“论辩”的核心是要为读者提供接受某一论点的理
由和根据，其形式有多种:从前提进行推理，对事态进行( 叙事性的) 描述、举例、数据统计等，无论采用
哪一种修辞的( 论辩的) 方式，其目的都是使其观点具有说服力。④ 库卡宁以克拉克的《梦游者: 1914 年
欧洲是如何走向战争的》⑤一书为例指出，该书的核心观点已体现在书名当中: 欧洲决策者就像梦游者
一样，他们所做的决策一步一步地将欧洲推向战争，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决策所带来的后果。⑥ 书中包含
了叙事性成分，比如，对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和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特尔德会晤之类事件的描述。作
者之所以会选择叙述这类事件，其目的并不是单纯想要报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或“讲述一个故事”，
而是想阐明战前欧洲尤其是奥地利决策的危险性以及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这样一种“梦游”状态。⑦ 这
便是史家运用对事态进行( 叙事性的) 描述的“论辩”形式对其论点作出有效辩护的一个实例。
库卡宁表示，上面所言的“认识的”和“修辞的”维度都是历史书写的“内在”特征，也就是说，它

们是文本自身之理性的认知和论辩的品质。第三个维度，“话语的”维度则是“外在的”，它超出了文
本自身，指向史家“论辩的语境”。对此，库卡宁解释道: “任何历史作品都不会凭空产生，而是会不
可避免地受到现存历史知识和史学论辩的影响。”⑧史家的“论辩”必须与学界现有的观点和解释相
联系，提出的观点能对学界已有的观点有所修正或补充。例如，克拉克的《梦游者: 1914 年欧洲是如
何走向战争的》就存在于由《凡尔赛条约》所引发的一场史学“论辩”的语境当中，克拉克观点的提出
源于《凡尔赛条约》将德国视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国，这一为学界所默认的史学解释导致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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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的战争赔偿金均由德国承担。而克拉克的“梦游者”这一观点则表示，一战是由欧洲多国决策
者的无意识决定引发的，并非由于某一势力集团的某项有意识的决策。另外，库卡宁指出，史家“论
辩的语境”是被多种因素塑造的，如知识分子、政治背景及其他利益因素等。在由《凡尔赛条约》所
引发的这场“论辩”中，史家的书写承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其史学观点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利益等因
素的影响和操控。因此，史家必须将其置于由各种外在因素所塑造的语境当中，并结合学界现有的
观点来捍卫自己的主张。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史家的“论辩”行为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但其“论辩”仍
需要以理性为根据。只有当一个“论辩”合理回应了现有的观点，表明它们不充分、不准确、过于狭
隘、存在偏见等，那么这个“论辩”才算是成功的。简而言之，史学“论辩”虽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其
评判标准仍是基于理性的。①

以上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库卡宁“后叙事主义”评判历史书写的依据。对这三个评判标准的考察，
是基于库卡宁对历史书写实践之理性本质的判断。在他看来，历史著述是一种受史料制约且具有内
在论证逻辑的理性产品，而不是叙事主义者所认为的高度发挥史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叙事性建构。
“叙事主义”将真实性摒弃在衡量历史书写的标准之外，代之以具有逃脱学术监管意蕴的“诗性”审
美的衡量尺度，为库卡宁“后叙事主义”的“合理的评判”标准所取代。库卡宁认为，这一评判标准既
可以使历史书写保留“建构主义”观念，又可以使之避免走向“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极端。②

仔细分析，库卡宁评判历史书写的三重评判标准不无道理。“认识的”维度强调“总括性概念”
要包含丰富的史料，且要与之高度契合，这既是对历史书写中历史证据的强调，也是对史家熟稔史料

和选材得当的要求; 对“总括性概念”原创性的强调，既是对史家创意和洞察力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史
学趣味性和吸引力的追求。“修辞的”维度强调有力的言辞表达，是对史家精妙文笔的要求。以上两
个维度的核心理念与中国历稽载籍的良史必有“三长”，即才、学、识不谋而合。“话语的”维度强调
史家历史书写要与学界现有的观点和解释相联系，提出的观点应对学界已有的观点有所修正或补

充。这实际上是对闭门造车式研究的反对，号召史家积极参与到当前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中，彼此交
流互动、碰撞观点，不断为历史学领域提出新的知识和有价值的见解。这三重评判标准旨在为历史
学界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学术规则，使得历史研究与书写受到学术共同体规则的严格约束，并就其

研究成果的高下优劣达成一种共识。

结 语

如果说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家将史学定义为一门“科学”，其任务是“如实直书”，“叙事主义”
史家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其主要工作是创造一种有关过去的“文学制品”; 那么，库卡宁的“后叙
事主义”则是将史学视作一种“论辩”，即史家运用理性思维围绕其史著论题开展论证的活动。在库
卡宁看来，“叙事主义”过于强调历史书写的描述性，而忽视了其作为“研究活动”的一面，史学不仅
仅是一种带有文学性特质的描述，更是一种理性的研究和论证。
尽管“后叙事主义”旨在走出“叙事主义”的路径，并对“叙事主义”的很多主张提出批判，但它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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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探求

继承了“叙事主义”的“建构主义”观念，认为历史著述论点的提出是史家建构的一种“总括性概念”。
“后叙事主义”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历史书写是一种高度自由的创造和想象，而是史家运用理性思
维，组织、提炼、概括史料的研究性活动，体现了主观与客观之交融。此外，“后叙事主义”试图为史学
设立一套系统的评判标准，力求从传统绝对的客观主义和“叙事主义”极端的相对主义中摆脱出来，
寻求一条新的道路。这既是对“叙事主义”所做出的反思性批判，也是对其进行的一种继承性超越，
同时又是对传统“幼稚实在论”的否定之否定。
的确，“叙事主义”通过对文本特性的深入研究，使其理论创获颇丰。但它同时也将历史学高度

文本化了，忽视了作为实在之物的过去本身，从而导致其“语言唯心论”或“文本主义”的本体论立
场，极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倾向，缺乏认识论依托的方法论原则，这些都使之难以成为史

学研究的可靠指南。因此，必须对其进行辩证的批判或“扬弃”，从而帮助历史学从“幼稚实在论”和
“虚无主义”的两难困境中摆脱出来。① 由此看来，历史哲学迈向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确有其必要。
不过，库卡宁所谓的“后叙事主义”能否成为一种取代“叙事主义”、引领学界对其进行集中探讨的全
新理论范式，还有待于今后的发展和学界的深入考察。
当然，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将历史书写的性质归为史家的一种

“论辩”实践是否过于单一和绝对? 对“叙事主义”主要特征的定义方式: 将其贴上“建构主义”“再现
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标签是否恰当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库卡宁对“叙事主义”强调过分的地方做
出了纠正，对其理论疏漏之处给予了补充，并以其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见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历

史书写的全新方式。其敢于批判、尝试突破、追求创新的理论品质，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正是体现
在他身上的这种不断反思的学术精神，保证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活力。
纵观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史，每一种理论流派都为史家审视历史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提供了新思

路，并为历史研究与书写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审视整个 19 世纪的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
学令史家笃信，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实证性的学问，史学研究实践也以“求真”和追求“客观性”为
第一准则; 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全然中立、排除个体因素、摒弃价值判断、通往绝对真理
的客观性概念在史学领域似乎已难以站稳脚跟，史家们对于“真”的认识论标准和达成条件也意见不
一。② 而库卡宁所主张的“后叙事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形成并致力探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因
而，面对更新迅速、新观点不断涌现的西方史学理论，我们应予以密切关注，充分吸纳其合理的成分，
批判和反思其不合理之处，从而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持续为史学研究实践提供

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上的启示。

( 作者夏玉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 100875)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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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ed a historiographical paradigm to“revive”ancient Greece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national identity，
which in turn vilified the im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Yet because of its self-contradictory nature in the
narrative logic，this new paradigm of history was not embraced by the public．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rise of Byzantine studies was a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al rupture
under the“revival”paradigm，and the Byzantine period became the Medieval stage for Greek national
history，thus establishing the“continuity”of Greek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Greek scholars furthered the studi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so as to perfect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shape the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originated from the Middle Ages． By doing so，they
realized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both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Byzantine studies．

Jouni-Matti Kuukkanen and Post-Narrativism / / Xia Yuli

Since the 1970s，narrativism has become a powerful trend in academia，replacing“analytic historical
philosophy”and occupying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However，in the past
few years，as this theoretical upsurge has gradually faded，it is no longer at the center of scholarly
discussion． A group of scholars have begun to explore new research issues． Jouni-Matti Kuukkanen clearly
proposed tha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should transcend the approach of narrativism and enter a stage of re-
innovation，that is，the stage of post-narrativism． The“post”in“post-narrativism”does not mean the
complete rejection of narrativism． Instead， it inherits some ideas from narrativism． New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a reassessment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se ideas．

Feminism and Social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Louise A． Tilly / / Lin Man

Louise Tilly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American feminist social historian． In the 1970s，she and Joan
Scott studied on European family history ，challenging the mal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history school，and
pioneering a family history research path featuring“family strategy”analysis． Their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women's economic rol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dustrial Ｒevolution，revealing
the important role women played in the family economy and social economy，and adding a scarce feminist
perspective to the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at that time． After that，Scott turned to gender history research，
while Tilly continued to deepen and improve the field of family history．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1980s，
Tilly has played the role of “guardian” of social history more， criticizing the emerging trend of
epistemological radicalization in history，and striving to defend the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history．

Bernard Guenée and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France / / Dong Ziyun

In the 1970s，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faced a great crisis after the rise of the Annales School． At this
critical moment，Bernard Guenée，chair of medieval history at Sorbonne University，proposed a new
framework for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France based on new developments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y． Guenée argued that new political history should go beyond events and historical
figures to focus on the evolution and structure of power． New political history should examine four level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cial basis，spatial framework，political actions，and political mentalities． The study
of political mentalities in history also covers the aspects of such as public opinion，political propaganda，
national sentiments， and political ideas． After the 1980s，Guenée's research interest turned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late Middle Ages，and he regarded it as an important way to study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memory． Under his influence，excellent works by Claude Gauvard，Colette Beaune，Jean-Philippe
Genêt，and Jacques Krynen testify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Guenée's ambitious plan drawn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register the revival of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te medieval France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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